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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宗族如何影响村庄地权的实施？
———基于村庄民主选举的情景界分与实证研究

仇童伟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为剖析宗族与地方行政力量在土地产权实施过程中的互动特征，文章利用 ２０１４ 年 ＣＬＤＳ 数

据，分析了宗族和行政力量对村庄地权实施的影响。 在以民主选举表征民主治理的基础上，研究发

现，宗族的存在会抑制土地法律文书的发放，并激励土地调整。 在引入民主选举对宗族作用的调节

效应后发现，在实施民主选举的村庄中，因传统惯习内嵌于基层治理，导致宗族对土地法律文书发放

的抑制性增强。 研究还发现，族权与行政权“合谋”会抑制土地法律文书的发放和土地调整，但民主

选举会通过约束行政权和放活自治权，使二者的关系由行政权“绑架”族权变为宗族发挥自治功能。
为避免行政权与族权“合谋”造成的治权资本化，并对非正式社会安排的自我实施功能加以合理利

用，建议通过行政权让位自治权，政府治理扶持村民自治，治理单元多元化和自治功能下放等方式，
发挥非正式社会安排在村庄地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土地产权；宗族；民主选举；民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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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家庭承包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在激励农户生产积极性

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林毅夫认为，１９７８—１９８４ 年中国农业产值的快速

增长主要源于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 ［１］ 。 此后，１９９８ 年《土地管理法》 、２００２ 年《农村土地承包

法》 、２００７ 年《物权法》和 ２００９ 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也在不同程度上稳定了

土地的承包关系，提高了土地产权的细分程度。 但陈锡文等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仍不够稳定 ［２］ 。 在实践中，部分地区的村庄随着人口变动不断调整承包地，部分村干部强行流

转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收回农民的承包地，部分地方政府通过未报先征、不报即征、以租代

征等方式违法违规征收农民土地，这些都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学界关于土地产权不稳定的探讨由来已久。 叶剑平等基于全国 １７ 个省的调查发现，有

６３．７％的村庄在二轮承包时进行了土地调整，另外还有 ３４．６％的村庄在二轮承包期后经历了土

地调整 ［３］ 。 Ｗａｎｇ 等对全国 ６ 个省 １１９ 个村进行的农户调查数据表明，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间受访村

庄至少经历过 １ 次土地调整 ［４］ 。 而且，叶剑平等的调查还发现，只有 ２６％的受访家庭拥有符合

规范的土地法律文书 ［５］ 。 Ｍａ 等对江西省的农户调查同样表明，７０％的农户自 １９８９ 年以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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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土地调整，同时有 ６７％的农户表示他们没有拿到土地法律文书 ［６］ 。 我们不禁要问，农村土地

产权制度改革至今，实际的产权实施为何仍与国家政策目标存在较大差异？
Ｍａ 等认为，土地产权的实际运行除了受法律的制约，还受地方财力、社区规范、宗教习俗等

的限制 ［６］ 。 仇童伟和李宁则认为，农村基层治理的特殊性及其运行构成了承接国家政策和村庄

地权实施的重要纽带，并由此对土地产权的实施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７］ 。 其实，自 １９９８ 年《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草根民主”就已从传统自发和国家默许的阶段进入国家制度

设计层面。 但“政社合一”或“以政统社”模式下行政权绑架村庄治权在当前的基层治理中仍屡

见不鲜，并造成基于地方政府利益诉求和上级指令的村庄治理难以实现乡镇和行政村的职能转

化 ［８］ 。 尤其是在 ２００５ 年农业税取消之后，地方政府和行政村的主要收入来源被切断，加之村庄

自治中的资金来源仍难以拓宽，进而造成基层治理在财权受制的情况下，逐渐在人权和事权上

完全被上级政府控制 ［９－１０］ 。 也就是说，在基层治理行政化的过程中，土地产权的实施具有较强

的政策导向性，但这种所谓的政策主导其实源自地方政府谋求土地财政，或以法治为借口“掠

夺”集体资产的威权式管理。
但不可否认的是，基层自治是基于群众共同参与村庄管理、共同进行集体决策而实施的群

众自治组织形式 ［１１］ 。 尤其是在地域性和村庄传统惯习较为复杂的农村地区，基层治理中仍掺

杂着依靠宗族等非正式社会组织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 而依靠宗族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实

施村民自治的现象，在 １９７８ 年农村家庭承包制之后尤为明显。 由于人民公社的瓦解以及农户

获得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导致在政府管理体系回缩和乡村组织陷于半瘫痪的情况下，宗族以公

共物品供给替代性组织的形象出现 ［１２－１３］ 。 但自从宗族重新进入农村基层治理后，学界对其的

作用和未来趋势的判断争议颇多。 例如，肖唐镖认为，宗族的正面功能已经逐渐衰退，其表现出

来的以势力强弱处理村庄事务和家族事务的特征，已严重阻碍了基层治理的民主化 ［１４－１５］ 。 此

外，朱虹和孙聚高则发现，大家族往往会利用宗族力量干扰村庄的选举 ［１６－１７］ 。 李泳集和朱秋霞

甚至认为，宗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为当权者的资源 ［１８］ 。
与之不同的是，贺雪峰和仝志辉指出，作为一种基于血缘和父权的“权力的文化网络” ，宗族

能够凭借其社会关联促进农村社会发展 ［１９］ 。 朱康对等的研究则发现，大家族参与村庄民主选

举并不会导致民主失范，反而会在获得各家族普遍认同的过程中达到某种博弈均衡 ［２０］ 。 而且，
宗族虽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限制基层民主，但当二者同时存在时则会提高基层治理的绩

效 ［２１］ 。 因此，依靠行政治理与依靠宗族治理村庄事务既存在法治理念与传统道德的内在张力

问题，也具有某些社会功能的一致性。 而早在 １９８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就已提出：“落实党在农

村的一切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都必须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包括党的组织、政权组织、
经济组织和群众团体。 否则，一切工作都会落空。”换言之，土地产权就是在这样一种行政治理

与宗族治理并存，二者既存在各自的运行逻辑，又会联合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实施的。 为此，本文

拟以农村基层治理为研究情景，考察行政力量和宗族力量对土地产权实施的影响，为协调基层

治理中自治与法治提供经验证据。

二、框架构建与理论分析

（一）框架构建与情景设置

１． 土地产权指标的选取

产权作为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其本质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即除一个主体外，其他个体或

团体均在排斥对象之列 ［２１］ 。 Ｂａｒｚｅｌ 认为，对于物品产权的界定如果边界不清晰、主体不明确或

者产权容易被减弱和侵犯，那么物品交易的可能性会降低，产权相关主体的利益和社会福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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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损害 ［２２］ 。 因此，边界清晰、主体明确的地权安排也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交易

的可能性 ［２３］ 。
那么该如何度量土地产权呢？ 仇童伟和李宁认为，土地产权的实施具有公共治理和村庄自

治两个维度的含义，依靠法律和村庄惯习实施的土地治理具有某种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 ［７］ 。 而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考察公共治理和传统自治两种土地产权治理模式在村庄层面的实施特征，因
此，文章将借助罗必良对土地产权强度的维度区分方式，即从国家赋权和村庄自治两个维度刻

画土地产权的赋权与实施 ［２４］ ，并采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 ［６，２５－２６］ 和土地调整 ［４，２８］ 作为

测度指标。 其原因是，法律文书的发放体现了公共治理范畴内的法律赋权，其实质是一种自上

而下依靠组织秩序进行的土地治理模式。 相反，土地调整作为村庄自发或约定俗成的集体行

动，它的发生反映了农村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网络关系运行的自我实施特征，属于自下而上的

土地治理模式①。
２． 分析框架构建

为了阐述宗族力量在不同的行政力量下是如何影响土地产权实施的，图 １ 构建了一个基于

秩序二分类逻辑，并从宗族治理和行政治理的互动特征考察土地产权实施的分析框架。 该分析

框架的基本逻辑源于哈耶克的秩序二分类概念，他将社会秩序类分为生成的和建构的，前者是

指“自生自发秩序” ，后者则指“组织”或者“人造的秩序”②。 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一方面，
组织秩序是为了实现特定个人或组织目的所采取的建构性制度安排，它往往是借助行政力量或

国家威权实施的，从而使得其天生具有破坏不符合特定目的和具有抽象非具体属性的社会秩序

的倾向。 另一方面，国家威权并不否认社会非正式的道德规范、伦理习俗等具有的维稳作用。
类似地，社会自发的秩序具有社会认同的实践基础，从而决定了其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并不受法

律约束或对法律实施具有挤出效应。 当然，作为一种非建构性的社会行动规则，自发秩序的优

势体现在建构社会主体关于行为选择空间和计划实施范围的主观认知框架。 由此表明，组织秩

序和自生自发秩序在社会治理中既存在协同性，也存在互相排斥的可能性。

图 １　 宗族参与、基层治理与土地产权实施分析框架

置于本文的研究情景中，农村基层治理本质上是体制内权威和体制外权威相互协调的结

果 ［２８］ ，即行政权威与非正式社会安排是村庄治理中组织秩序与自生自发秩序的具体表现。 但

基层治理必然是本土化的，表现在农村中就势必与血缘和地缘的实际相结合。 这样一来，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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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土地调整的主要作用是在村庄人口发生变动时，为秉持传统的公平性原则，重新划分和界定农户的承包地，属于村庄

产权界定单元的自我实施规则。 但从下文表 ６ 的结果来看，村庄也存在因土地征收进行的土地调整，这本质上是行政单元借

助村庄自发秩序，重新配置土地资源，以降低土地征收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而在以往有关土地产权的研究中，行政寻租导致

的土地调整并没有得到重视。
哈耶克也曾提到自发的扩展秩序，也就是说组织秩序与自生自发秩序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可

以被国家或组织程序化或合法化，成为组织秩序的重要来源。 类似地，组织秩序（例如科层制管理模式）也可能在长期的实践

中作为社会自我治理的模式被采纳。 本文只是为了阐述的便利，将二者作了严格区分。



的自然村聚落和聚族而居的典型分布格局就使得村委会辖制下的行政村政治体制和宗族划分

实现了重合。 在行政权与族权的互动中，一方面，村落宗族文化不利于社会整合和法律规范的

贯彻，表现为族权抵制行政权渗入、稳定基层组织以及阻碍国家政策的实施 ［１２，２９］ 。 另一方面，
宗族组织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担负着重要职能，这也决定了其与国家政策的实施

是具有合作基础的。
此外，地方政府还往往存在借助宗族来谋取治权资本化或提高行政绩效的倾向 ［１８］ 。 同时，

宗族组织又会被视为封建糟粕，在政治和组织上被地方政府打压。 从肖唐镖的研究来看，行政

体制对宗族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将其视为比较负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又在工作

中利用它，或以多种方式参与和支持宗族活动 ［１４］ 。 由此可见，宗族与政府在基层治理中既可能

因利益一致或功能类似存在协同作用，又会由于治理理念的差异存在相互排斥的情况。 综上所

述，宗族治理与行政治理的协同与背离构成了土地产权在村庄中实施的重要情景，本文的研究

思路可概括为：“行政权＋族权→治理协同 ／治权争夺→土地产权实施”①。
（二）宗族影响土地产权实施的机制分析

１． 宗族、行政治理对土地产权实施的独立影响

宗族作为农村自然聚落状态下联系社会群体的血缘关系网络，其所形成的传统资源配置模

式是通过建构村民的行为规范来具体实现的。 当村庄依赖宗族关系网络实施自治，传统习俗或

道德规范借助宗法和族规得到实施和传承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在此情形下，农村按照公平性原

则和人口变动进行的土地调整，作为集体约定俗成的土地治理模式，其在宗族传统主导下的建

构成型决定了其具有自我实施的内在动力。 类似地，当宗族在村庄自治中占主要地位，土地法

律文书作为国家赋权的表现，可能在村庄治理中面临挤出效应。 当然，这并非表明土地法律文

书在村庄层面会由于宗族的存在而使得农户不愿接受这种安排，而是表明，依靠宗族网络实施

自治的村庄会对法律执行具有抵触性，进而在族权与治权重叠的状态下导致政府失灵。
此外，还需要考虑族权与行政权结合后如何作用于土地产权的实施。 当村委会主要领导属

于村庄的大姓家族时，他们对宗族规范及由其衍生的传统治理模式，一方面具有参与和支持的

倾向，另一方面，族权与行政权的结合，必然会诱发公共治理借助宗族来管理村庄日常事务和加

快落实土地法律。 尤其是在“乡政”挟制“村治”和“以政统社”的治理模式仍占主导性的情况

下，集体土地在农业税取消后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导致行政权与族权结合后诱发治

权资本化。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作为保证农户土地权益免遭侵害的土地法律文书有可能被地方

政府或村委会扣押。 村庄自发的土地调整，则可能被作为土地征收、集体收回或采取其他方式

占用后重新调配集体资源的工具。
为考察行政治理对土地产权实施的影响，此处以村庄是否实施民主选举来刻画行政力量在

处理村庄事物中的重要性。 张同龙和张林秀认为，民主选举是基层民主治理的核心内容，通过

识别选举的民主化程度，可以有效识别基层自治的落实状况 ［３０］ 。 当然，仇童伟和李宁也认为，
民主治理的内涵具有多维性，单一的指标难以全面刻画 ［７］ 。 但囿于数据资料的可获性，本文仍

以民主选举与否来表征村庄民主治理状况，即认为民主选举和民主治理具有大致类似的治理内

涵。 那么在不同民主选举的情景下，村庄地权实施的内在机理如下：
在实施民主选举的村庄中，治理民主化将诱发行政权与治权在村庄层面形成较为稳定和良

性的互动关系。 这意味着，法律在村庄层面得以贯彻，公共政策落实的成本较低。 同样，村庄自

发的土地治理模式也会得到尊重并程序化。 在这样的治理环境中，组织秩序的实施在于弥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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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文中，“行政权＋族权→治理协同 ／ 治权争夺→土地产权实施”的研究思路，是分别通过在民主选举和非民主选举

制下，宗族对土地产权实施的影响来体现的。 民主选举涵盖了法制的贯彻和对非正式社会安排的尊重，非民主选举则体现了

威权式管理在地方事务中的主导性，两类选举模式的作用最终反映在土地产权的实施上。



发秩序的不足，并以此作为政府干预的前提。 换言之，民主选举将有助于国家赋权在村庄中的

实施。 基于集体成员权公平性原则进行的土地调整，一方面会因为基层自治得以延续，另一方

面则会由于法律禁止而受到抑制。
在未实施民主选举的村庄中，地权的实施一方面可能受到法律约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

寻租动机则会诱发“公共理性” 。 具体而言，行政权控制村庄治权实际上有助于土地法律文书

的发放和土地调整的禁止，但国家赋权对地方政府谋取集体资产是不利的。 同时，禁止土地调

整又会造成承包地非农化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因此，行政管制一方面会阻碍土地法律的实

施，另一方面又会利用村庄固有的一套资源调配机制，来缓解政府侵权造成的干群矛盾。 在现

实中，农村基层治理往往缺乏民主性，即使在形式或程序上实施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

和民主决策，但有名无实或少数权力主体把持村庄治权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这就对上述分析提

出了一种新的判析方式，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可能与行政指派别无二致。
２． 不同民主选举情景下宗族对地权实施的影响

如图 １ 所示，宗族治理与行政治理在土地产权实施中既存在独立的运行逻辑，又会相互干

扰。 当村庄实施民主选举时，由传统宗族观念衍生的村庄自治模式，将作为村民自治的规范被

尊重并程序化。 虽然说民主选举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依靠民主法治来治理村庄，但村庄自治面临

的行政村编制过大、村民参与性不强、传统习俗屡禁不止等情况，都使得法律与村庄的道德习俗

存在不同的运行逻辑。 尤其考虑到，村庄自治遵循的是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实施原则，这样

一来，行政管制与村庄自治本身就可能存在冲突。 加之行政村的地理单元分散、“农民个体化”
现象普遍，易导致村庄的行政单元、自治单元和产权单元严重不对称 ［３１］ 。 这会促使行政治理依

靠非正式组织来实施村庄治理，而在宗族的作用被民主治理的需求放大后，也会扩大地权治理

的传统与法律间的内在张力。 具体表现为，宗族会导致法律文书发放比例的下降，而且这种效

应在族权与治权重叠的过程中会得到加强。
当村庄未实施民主选举时，由于依靠政府实施的村庄治理必然带有威权管制的性质，由此

形成的下级对上级命令和政策的服从构成村庄治理的主要逻辑。 在此情形下，宗族自治功能的

强化势必与威权管制发生冲突，而哪一方会占优是不言而喻的。 问题的关键是，地方政府真的

有落实土地法律的动机吗？ 答案近乎否定。 直接获利者和国家代理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地方

政府在实施土地产权时的复杂状态，置于行政管制与宗族治理之中，就表现为两种治理模式的

运行逻辑存在差异，但行为结果可能是冲突，也可能是“不谋而合” 。
此外，土地调整的实施方面，当村庄实施民主选举时，地权治理的传统将作为自治功能的一

个方面被保留下来①。 这意味着，乡土村庄依附家庭或血缘和地缘关系进行的生产、生活要素配

置，在传统习俗保存较为完整的地区具有较高的留存概率。 土地调整作为一种农户自发、法律

禁止、但依然具有较强生命力的资源配置和组织方式，在保留宗族传统的村庄中必然具有挤出

法律规范的倾向。 当然，这里只是将土地调整作为一种农户自我实施的集体行动进行说明。
《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关于承包期内土地调整的规定是：“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损害承包

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这其中的“特殊情形”将土地调整的范围扩大了，不
仅可以因自然原因调整承包地，为了自治的便利和“公共”目标也可以重新调整承包地，而且所

需要的程序仅仅是村委会代理人和地方政府的备案，并不具有程序上的不可操作性，更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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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始终强调的是，民主选举有助于村庄传统惯习的留存，或者使其被基层自治程序化。 其原因是，通过群众自愿自

发的选举，会使得那些代表群众想法和利益的主体参与村庄事务管理。 如此一来，村庄传统的、群众普遍认同的观念、习俗和

道德观念就会得到基层治理者的认同，并在管理中被加以尊重和规范化。



很多地区备案的规定从未得到有效实施。
因此，土地调整除了是村民自我实施的地权界定方式外，还可能作为地方政府谋取集体资

产的工具。 这样一来，如果村庄实施行政管制，一方面，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地方政府，有可能依

据法律规定禁止土地调整。 但另一方面，农业税取消和分税制实施以后，无论是乡镇政府还是

县一级政府，它们的财政来源与所承担的社会服务功能都难以实现匹配。 为此，土地财政诱发

的农地非农化成为地方财政实施成本最低、来源最为丰富的获利途径，也使得村庄治理始终被

“乡政”掌控。 例如，地方政府在村庄中选取宗族代理人，以此实现以民治民，并通过行政权与

族权的“合谋”来获取集体资产。 土地调整作为土地征收和资源配置不均的一种缓冲机制得以

延续，而且族权越大，治权资本化诱发的土地产权不稳定性就越强。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证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 ２０１４ 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 。 为保证样本的全国代表性，ＣＬＤＳ 的调研区域覆盖了中国 ２９ 个省份（除港澳台、西藏、
海南外） ，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 １５ 至 ６４ 岁的家庭成员） 。 在抽样方法

上，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 在调查方式上，ＣＬＤＳ 使用轮换

样本追踪方式，既能够较好地适应中国剧烈的变迁环境，又能兼顾截面调查和追踪调查的特点。
此次调查涉及村居 ３９７ 个，家庭户 １４２１４ 个，受访个体 ２３５９４ 人。 考虑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

家庭的土地产权状况，剔除非农村居民和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本文最终采用了 ２６ 个省份、１６５
个村庄的 ５７８０ 个农户样本。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１． 因变量。 因变量包括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状况和村庄土地调整状况。
２． 主要自变量。 宗族指标选取了“村庄第一大姓占总人口的比例” ［３２］ 和“该姓氏是否有宗

族组织” ，同时通过村庄前三大姓占村庄总人口比例的标准差刻画宗族结构的均衡度，值越大表

示均衡度越低。 此外，文章也识别了现任村主任的具体姓氏与村庄中大姓的匹配程度，将村支

书为第一大姓、第二大姓、第三大姓和其他姓氏分别赋值 ４、３、２、１，来刻画宗族村治参与度①；民
主选举的刻画指标选取了“本村村委会的候选人是如何产生的”和“本村是如何从候选人中选

举村委会成员的” ［１０，１３］ ，１ 表示村民海选或直接选取，０ 表示上级或同级指派产生。
３． 村庄人口与土地状况。 中国农村的人地矛盾决定了土地调整和土地产权实施大多发生

在要素配置不均等之后。 为此，文章识别了村庄的人口与土地特征，具体变量包括村庄总户数、
村庄农业劳动力比例、村庄耕地总面积和村庄土地征收情况。

４． 村庄经济状况。 Ｍａ 等认为，土地法律和现实之间之所以存在较大差异，是因为各地区的

土地治理传统、村委会的法律执行和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等存在差异 ［６］ 。 这表明，土地产权的

实施很大程度上与村庄所处的经济环境相关联。 为此，文章选取了村庄非农集体经济和村庄集

体财政收入来刻画村庄的社会经济环境。
５． 村庄地理特征。 土地产权的实施也可能受到自然或地理特征的影响。 为此，文章选取了

村庄地势、村庄是否为城市郊区、村庄是否为政府所在地和村庄道路硬化状况等控制变量。 具

体变量定义和描述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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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取该指标的原因在于，族权作用的发挥与该家族在乡村行政治理中所占据的地位有关，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大家族

成员在体制内担任职务。 肖唐镖发现，村干部或地方官员为大姓家族将提高他们对宗族活动的支持，从而有助于强化宗族组

织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１４］ 。



表 １　 变量选择与定义

变量 定义与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因变量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１ ＝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０ ＝不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０．４５１ ０．４９８ ５１０７

　 土地调整 １ ＝ ２００３ 年后发生土地调整；０ ＝ ２００３ 年后未发生土地调整 ０．３２１ ０．４６７ ５６８３

主要自变量

　 第一大姓比例 第一大姓占总人口的比例（％） ４２．９２５ ２６．４６５ ５７８０

　 第一大姓宗族组织 １ ＝第一大姓有宗族组织；０ ＝第一大姓无宗族组织 ０．１８９ ０．３９１ ５７８０

　 宗族结构均衡度 指本村前三大姓人口的均衡度，以标准差表示 ７．９３６ ７．２０９ ５４３５

　 宗族村治参与度 ４ ＝村主任为第一大姓；３ ＝村主任为第二大姓；２ ＝村主任为

第三大姓；１ ＝村主任为其他姓氏

２．５９０ １．３４３ ５７８０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产生

方式

１ ＝村民海选产生；０ ＝其他 ０．８９６ ０．３０５ ５７１１

　 村委会成员产生方式 １ ＝村民海选产生；０ ＝其他 ０．８５３ ０．３５４ ５７１１

控制变量

　 村庄人口状况

　 　 村庄总户数 居住在本村的总户数 ８３９．８７８ １０４１．８３０ ５７４５

　 　 村庄农业劳动力比例 本村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口比例（％） ６５．２５６ ３２．９８３ ５７１１

　 村庄土地状况

　 　 村庄耕地总面积 本村耕地总面积（千亩） １２．３９１ ２６．６３７ ５７４９

　 　 村庄土地征收情况 １ ＝ １９９０ 年后发生土地征收；０ ＝ １９９０ 年后未发生土地征收 ０．４９５ ０．５００ ５６４８

　 村庄经济状况

　 　 村庄非农集体经济 １ ＝有村办非农集体经济；０ ＝无村办非农集体经济 ０．０１９ ０．１３６ ５６４８

　 　 村庄集体财政收入 指把村集体财政收入（亿元） ３．０６２ ２４．７３１ ５６４８

　 村庄地理特征

　 　 村庄地势 ３ ＝山区；２ ＝丘陵；１ ＝平原 １．８５１ ０．８３３ ５７８０

　 　 村庄是否为城市郊区 １ ＝是；０ ＝否 ０．０８５ ０．２７９ ５７５１

　 　 村庄是否为政府所在地 １ ＝是；０ ＝否 ０．１２２ ０．３２７ ５７５１

　 　 村庄道路硬化状况 指本村所有交通道路中的硬化道路的占比（％） ５８．４４０ ３１．９０４ ５６８３

（三）模型选择与说明

为考察宗族和民主选举对土地产权实施的影响，以及不同民主选举下宗族的偏效应，文章

采用引入宗族与民主选举交互项的模型对其进行估计。 模型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Ｙ ｉ ＝ ａ０＋ａ１Ｃｌａｎ１ｉ＋ａ２Ｃｌａｎ２ｉ＋ａ３Ｄｅｍｏｓ１ｉ＋ａ４Ｄｅｍｏｓ２ｉ＋∑
２

ｍ＝ １
∑
２

ｎ＝ １
ａ５ｍＣｌａｎｍｉ×Ｄｅｍｏｓｎｉ＋∑ｋ＝ １

ａ６ｋＶａｒｋｉ＋ξ ｉ （１）

式（１）识别了因变量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状况和土地调整状况的模型，因变量为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状况的六组模型包括：第一组模型中，Ｙ ｉ 表示第 ｉ 个农户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书持有状况，１ 表示持有，０ 表示不持有，即此时剔除回答“不清楚”的农户样本。 Ｃｌａｎ１ｉ

表示第 ｉ 个农户所处村庄的第一大姓比例，Ｃｌａｎ２ｉ表示第 ｉ 个农户所处村庄的第一大姓宗族组

织。 Ｄｅｍｏｓ１ｉ表示第 ｉ 个农户所处村庄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产生方式，Ｄｅｍｏｓ２ｉ表示第 ｉ 个农户所处

村庄村委会成员产生方式。 Ｃｌａｎ１ｉ ×Ｄｅｍｏｓ１ｉ、Ｃｌａｎ１ｉ ×Ｄｅｍｏｓ２ｉ、Ｃｌａｎ２ｉ ×Ｄｅｍｏｓ１ｉ和 Ｃｌａｎ２ ｉ×Ｄｅｍｏｓ２ｉ表
示宗族与民主选举的交互项，Ｖａｒｋｉ为第 ｉ 个农户所处村庄的人口、土地、经济和地理特征等控制

变量。 ａ０ 为常数项，ａ１—ａ４、ａ５ｍ、ａ６ｋ为待估计系数，ξ ｉ 为误差项。 第二组模型中，Ｙ ｉ 表示第 ｉ 个农

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状况，此时将回答“不清楚”的农户样本归入不持有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书的农户样本。 第三组模型中，将回答“不清楚”的农户样本归入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的农户样本，其余变量定义与第一组模型中一致。 第四组模型中，Ｃｌａｎ１ｉ表示第 ｉ 个农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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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村庄的宗族结构均衡度，Ｃｌａｎ２ｉ表示第 ｉ 个农户所处村庄的宗族村治参与度，其余变量定义与

第一组模型中一致。 第五组和第六组模型分别与第二组和第三组模型对因变量的处理方式一

致，其余变量的界定则与第四组模型一致。
因变量为土地调整状况的模型包括两组：第一组模型中，Ｙ ｉ 表示第 ｉ 个农户所处村庄 ２００３

年以来土地调整的状况，１ 表示发生过调整，０ 表示未发生过调整。 Ｃｌａｎ１ｉ表示第 ｉ 个农户所处村

庄的第一大姓比例，Ｃｌａｎ２ｉ表示第 ｉ 个农户所处村庄的第一大姓宗族组织。 Ｄｅｍｏｓ１ｉ表示第 ｉ 个农

户所处村庄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产生方式，Ｄｅｍｏｓ２ｉ表示第 ｉ 个农户所处村庄村委会成员产生方

式，其余变量定义与上文中一致。 第二组模型中，Ｃｌａｎ１ｉ表示第 ｉ 个农户所处村庄的宗族结构均

衡度，Ｃｌａｎ２ｉ表示第 ｉ 个农户所处村庄的宗族村治参与度，其余变量定义与第一组模型中一致。
考虑到式（１）中的因变量均为 ０、１ 变量，故选择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较为合适。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宗族、民主选举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的影响

表 ２ 汇报了引入宗族与民主选举交叉项的模型估计结果。
表 ２　 宗族、民主选举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的影响

变量
宗族特征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宗族结构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处理 １ 处理 ２ 处理 ３ 处理 １ 处理 ２ 处理 ３

主要自变量

　 第一大姓比例 ／ 宗族结构均

衡度

－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 ０．０１１）

　 第一大姓宗族组织 ／ 宗族村

治参与度

０．１６８

（ ０．１７１）

０．０８６

（ ０．１６３）

０．０８４

（ ０．１５９）

０．０４８

（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６

（ ０．０５７）
０．１２７∗∗

０．０５６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产生方式
０．４０３∗∗∗

（０．１２０）

０．３４５∗∗∗

（ ０．１１５）

０．２６６∗∗

（ ０．１１３）

０．５２３∗∗∗

（ ０．１３２）

０．３４９∗∗∗

（ ０．１２７）

０．６７３∗∗∗

（ ０．１２５）

　 村委会成员产生方式 ０．４８２∗∗∗

（０．１０３）

０．５１４∗∗∗

（ ０．０９７）

０．２９５∗∗∗

（ ０．０９４）

０．６２２∗∗∗

（ ０．１３０）

０．５５０∗∗∗

（ ０．１２５）

０．５７７∗∗∗

（ ０．１２１）

　 第一大姓比例 ／ 宗族结构均

衡度×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产

生方式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８∗∗∗

（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０∗∗

（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８∗∗∗

（ ０．００８）

　 第一大姓宗族组织 ／ 宗族村

治参与度 ×村委会成员候选

人产生方式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２）

－０．１２６∗∗

（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５

（ ０．０５０）

－０．２１４∗∗∗

（ ０．０４７）

　 第一大姓比例 ／ 宗族结构均

衡度×村委会成员产生方式

－０．４４２∗∗∗

（０．１５９）

－０．３３８∗∗

（ ０．１５１）

－０．３２７∗∗

（ ０．１４１）

－０．０３４∗∗∗

（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９∗∗∗

（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０∗∗∗

（ ０．０１０）
　 第一大姓宗族组织 ／ 宗族村

治参与度 ×村委会成员产生

方式

－０．０５５

（ ０．１８５）

－０．０９２

（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９

（ ０．１７１）

－０．０３６

（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５

（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９

（ ０．０４５）

控制变量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常数项 －１．０６９∗∗∗

（０．１６６）

－１．０９０∗∗∗

（ ０．１５８）

－０．６９７∗∗∗

（ ０．１５５）

－０．０４０

（ ０．１９６）

－１．１４５∗∗∗

（ ０．１８６）

－１．２５０∗∗∗

（ ０．１８３）

观测值 ４７６３ ５３７８ ５３７８ ４５７７ ５１３５ ５１３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大姓宗族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

间的关系分析中采用的自变量为第一大姓比例和第一大姓宗族组织，村庄宗族结构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间的关系分析

中采用的自变量为宗族结构均衡度和宗族村治参与度。

考虑到引入交互项无法识别主要自变量的边际影响和不同民主选举情景下宗族变量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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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表 ３ 汇报了主要自变量的边际影响。 结果表明，村庄第一大姓比例越大，或该姓氏具有宗

族组织，均会抑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大姓家族比例的失衡和村委会中大姓家族担任

主要职务也抑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 这说明，在自然聚居的村庄范围内，宗族的存

在使得关系型治理的传统在村庄治理中仍占据重要作用，并由此弱化了法律在村庄中的执行效

果。 同时，宗族村治参与度的影响进一步表明，大姓家族担任村庄主要领导降低了土地法律文

书的发放率，或者说基层治理与宗族治理依靠能人结合可能是造成宗族传统经久不衰的重要原

因，但不利于土地法律的有效执行。
此外，村委会成员或其候选人产生方式为村民海选，会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

一方面，选举权表征的民主治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落实，有助于土地产权

制度的实施。 但另一方面，当前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大多流于形式，村委会成员大多由乡镇政

府或村委会指派，或预先选定候选人再由村民选举。 虽然不能将其视为民主法治，但行政管制

嵌入村庄治理必然有利于强化土地法律的实施。
表 ３　 不同民主选举情景下宗族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的偏效应

变量或情景
宗族特征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宗族结构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处理 １ 处理 ２ 处理 ３ 处理 １ 处理 ２ 处理 ３

主要自变量的边际影响

第一大姓比例 ／ 宗族结构均

衡度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第一大姓宗族组织 ／ 宗族村

治参与度

－０．１０８∗∗∗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７∗∗∗

（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１∗∗∗

（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６∗∗∗

（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３∗∗∗

（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３∗∗∗

（ ０．００５）

村委 会 成 员 候 选 人 产 生

方式

０．１３７∗∗∗

（０．０２５）

０．１１５∗∗∗

（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９∗∗∗

（ ０．０２４）

０．１４６∗∗∗

（ ０．０２４）

０．１２７∗∗∗

（ ０．０２２）

０．１２３∗∗∗

（ ０．０２３）

村委会成员产生方式 ０．１０３∗∗∗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０∗∗∗

（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２∗∗∗

（ ０．０２０）

０．０９７∗∗∗

（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６∗∗∗

（ ０．０２１）

０．１００∗∗∗

（ ０．０２１）

第一大姓比例 ／ 宗族结构均衡度的偏效应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产生方

式 ＝ 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产生方

式 ＝ 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 ０．００３）

村委会成员产生方式 ＝ 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 ０．０２７）

村委会成员产生方式 ＝ ０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 ０．００４）

第一大姓宗族组织 ／ 宗族村治参与度的偏效应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产生方

式 ＝ １

－０．１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１１９∗∗∗

（ ０．０２１）

－０．０９４∗∗∗

（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１∗∗∗

（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６∗∗∗

（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２∗∗∗

（ ０．００６）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产生方

式 ＝ ０

０．０４０

（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２

（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９

（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５

（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６∗∗

（ ０．０１６）

村委会成员产生方式 ＝ 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１１２∗∗∗

（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１∗∗∗

（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７∗∗∗

（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５∗∗∗

（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４∗∗∗

（ ０．００６）

村委会成员产生方式 ＝ ０ －０．０８１

（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３

（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８

（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４

（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

（ ０．０１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宗族特征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

间的关系分析中采用的自变量为第一大姓比例和第一大姓宗族组织，宗族结构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间的关系分析中采

用的自变量为宗族结构均衡度和宗族村治参与度。

民主选举对宗族作用的调节效应方面，当村庄实施民主选举时，第一大姓比例、宗族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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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村治参与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的抑制作用更大。 民主选举意味着村庄非正式的

土地治理规范被程序化和延续下来的可能性增加，尤其当大姓家族在村委会担任主要职务时，
非正式社会安排对法律执行的屏蔽效应更强。 因此，当村庄治理依靠的是行政管制或“伪民

主”时，虽然会违背农户意愿和非正式社会安排，但就有效落实土地法律而言，这仍是一个必要

的过程。
但问题是，在非正式社会安排抵制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到底是政府行政缺位还是行为过当？

从土地法规和政策的属性来看，其具有人为设计，并依赖行政指令执行的特征。 但首先需要明

确的是，政策制定及其执行是否是在合乎社会非正式安排的前提下展开的。 从表 ３ 的结果来

看，在实施民主选举的村庄中，宗族的存在并不利于土地法律文书的发放。 其原因是，当前的基

层民主仍缺乏弥合法治文化与村庄道德规范内在张力的有效途径。 因此，为协调自治与法治的

实施逻辑，需要将被称之为村庄“陋习”的非正式社会组织或团体加以合理利用，这也合乎徐

勇 ［３１］ 关于通过村庄治理单元重构和治权下放，实现村庄治权和土地产权在不同治理单元上匹

配的思路①。
（二）宗族、民主选举对土地调整的影响

表 ４ 汇报了引入宗族与民主选举交叉项的模型估计结果，表 ５ 进一步给出了主要自变量的

边际影响及不同民主选举下宗族变量的偏效应。 结果显示，第一大姓比例和第一大姓宗族组织

变量激励了土地调整，宗族村治参与度则会抑制土地调整。 这表明，在具有宗族的村庄中，土地

调整表征的传统资源配置模式很有可能被保留下来，土地调整的非正式社会安排特征则会使得

土地法律在执行过程中面临挤出效应。 同时，族权与行政权的结合，更易提高土地法律在基层

中的实施，由此降低了土地调整发生的可能性。
表 ４　 宗族、民主选举对土地调整的影响

变量 宗族特征与土地调整 宗族结构与土地调整

主要自变量

第一大姓比例 ／ 宗族结构均衡度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３） ０．２４１∗∗∗（ ０．０１２）

第一大姓宗族组织 ／ 宗族村治参与度 ０．１８１（ ０．１３３） －０．９７６∗∗∗（ ０．０６３）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选举 －０．９４２∗∗∗（ ０．１１８） －１．６９８∗∗∗（ ０．１２７）

村委会成员选举 ２．７４６∗∗∗（ ０．２０１） １．１３４∗∗∗（ ０．２０９）

第一大姓比例（宗族结构均衡度）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选举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

第一大姓宗族组织（宗族村治参与度）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选举 ６．２０９∗∗∗（ ０．１２６） ０．７８７∗∗∗（ ０．０４７）

第一大姓比例（宗族结构均衡度） ×村委会成员选举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３） －０．１９６∗∗∗（ ０．０１２）

第一大姓宗族组织（宗族村治参与度） ×村委会成员选举 －５．８３３∗∗∗（ ０．１５６） ０．１８６∗∗∗（ ０．０５５）

控制变量 引入 引入

常数项 －２．４１０∗∗∗（ ０．２４２） －０．０９４（ ０．２７３）

观测值 ５２７２ ５０２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宗族特征与土地调整之间的关系分

析中采用的自变量为第一大姓比例和第一大姓宗族组织，宗族结构与土地调整之间的关系分析中采用的自变量为宗族结构

均衡度和宗族村治参与度。

此外，如果村委会成员或候选人为海选产生，那么土地调整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其原

因是，在民主法治实施较为完善的村庄，法律更可能会得到有效执行。 土地法律在禁止土地调

整后，必然借助基层治理单位的力量干预人地均分和定期调整。 当然，将土地调整视为一种不

稳定的地权形态的原因是，土地调整会抑制农业生产效率，以及近年来在土地调整中频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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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未给出其余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下同。



的纠纷，都对村庄地权安排产生了负面影响。
表 ５　 不同民主选举情景下宗族对土地调整的偏效应

变量与情景 宗族特征与土地调整 宗族结构与土地调整

主要自变量的边际影响

第一大姓比例 ／ 宗族结构均衡度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第一大姓宗族组织 ／ 宗族村治参与度 ０．２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选举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６）

村委会成员选举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第一大姓比例 ／ 宗族结构均衡度的偏效应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选举 ＝ 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选举 ＝ 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村委会成员选举 ＝ 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村委会成员选举 ＝ 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２）

第一大姓宗族组织 ／ 宗族村治参与度的偏效应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选举 ＝ １ ０．２７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选举 ＝ ０ －０．３６７∗∗∗（ ０．０２３） －０．１８７∗∗∗（ ０．００６）

村委会成员选举 ＝ １ ０．１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５）

村委会成员选举 ＝ ０ ０．６９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大姓宗族与土地调整之间的关系分

析中采用的自变量为第一大姓比例和第一大姓宗族组织，村庄宗族结构与土地调整之间的关系分析中采用的自变量为宗族

结构均衡度和宗族村治参与度。

民主选举对宗族变量的调节效应方面，当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为民主选举和非民主选举时，
第一大姓比例和第一大姓宗族组织对土地调整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影响。 当村委会成员并非

民主选举时，第一大姓比例和第一大姓宗族组织对土地调整的激励作用更强。 首先，村委会成

员候选人民主选举意味着，乡镇依靠财权、事权和人权“绑架”村庄治权，并诱发治权资本化的

倾向受到抑制，有助于宗族传统在村庄中的延续。 相反，行政管制则存在迎合上级指令的特征。
而且，从乡（镇）政府与行政村的人事关系来看，目前行政村的成员多由乡（镇）政府提名任命并

可能被编制约束。 而当宗族与地方政府“合谋”后，行政权将“绑架”治权，并造成社区治权的

“禅让”或形成一个个权力的“土围子” 。 但二者的结合并未完全禁止土地调整，其原因是，治权

资本化使得土地征收构成“小官大贪”的重要途径，征地后的调整则是缓和社会矛盾和截留征

地剩余的重要方式。
此外，当村庄实施民主选举时，宗族结构均衡度的下降对土地调整的激励作用增加，村庄未

实施民主选举则强化了宗族村治参与度对土地调整的抑制作用。 这表明，宗族在村庄治理中的

地位决定了其与“乡政”合谋时更具比较优势，而且这种比较优势还会随着宗族内部的“传承”
不断提升。 很显然，依靠“合谋”和上级指令进行村庄管理，必然会引致土地产权的重新界定和

资源的重新分配，这在非正式治理与公共治理结合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当然，土地调整作为一

种自发的地权界定方式，一方面具有集体行动的逻辑，另一方面也是公共治理着力取缔的行为。
因此，如果从地方政府所遵守的制度来看，它们在针对自发的产权行为时采取的方式应该与土

地法律相一致。 这与大姓家族在村委会中担任主要职务将抑制土地调整的逻辑是一致的，说明

行政权与族权的“合谋”不仅具有稳定村庄传统的作用，而且会在族权变为行政权附庸的同时

抑制村庄中的“不合法”行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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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调整的内在机理：进一步的证据

表 ６ 汇报了不同宗族和民主选举下土地调整发生和终止的原因。 结果显示，因人口变动而

调整土地是首要原因。 但从不同的宗族特征来看，在大姓家族人口占比较高的村庄中，因人口

变动而调整土地的可能性更大。 同时，在大姓家族人口占比较高或村委会成员为村庄大姓的村

庄中，因征地而调整土地的可能性更大。 这与表 ５ 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族权与行政权“合谋”
导致的治权资本化的确是造成村庄土地产权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其次，从 ２００３ 年后不再调整

土地村庄的情况来看，因村民不需要而停止调整土地的占大多数，其中大姓家族人口占比较低

的村庄更可能因村民不需要而停止调整土地。 相反，在大姓家族人口占比较高的村庄中，土地

调整更可能因政策不允许而终止，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上文中关于族权与行政权在村庄土地治理

中存在的双重逻辑。
此外，在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庄中，因人口变动而调整土地的可能性更

大。 与之不同的是，在村委会成员非村民选举的村庄中，更可能因人口变动而调整土地。 由此

可见，选举方式表征的民主治理存在内在逻辑不一致的问题。 其原因是，与村委会成员候选人

的选举相比，村委会成员的选举在程序上或形式上更具操作性。 即前者比后者更可能反映村庄

的民主治理程度，后者并非村民选举产生的状态则更多地体现了行政权干预村庄治理。 类似

地，从 ２００３ 年后村庄不再调整土地的原因来看，村干部非民主选举的村庄更多地因政策不允许

而停止调整，实施民主选举的村庄则更可能因村民需求而停止调整。 即民主选举有利于农户潜

在需求的表达，行政管制则倾向于推行法律政策，但在抑制土地调整上二者具有逻辑一致性。
表 ６　 宗族、民主选举与土地调整内在机制

宗族或民主选举
２００３ 年后调整土地的原因 ２００３ 年后不再调整土地的原因

征地 人口变化 二轮承包 其他 政策不允许 村民不需要 其他

第一大姓比例大于均值 ３０．９３ ５１．０３ １３．５３ ４．５１ ４３．６０ ４１．７１ １４．７０

第一大姓比例小于均值 １０．０３ ４６．６１ ２６．６５ １６．７１ ３３．８６ ５０．４１ １５．７３

第一大姓有宗族组织 ３０．５４ ６１．９４ ０．００ ７．５３ ４３．５０ ２４．７３ ３１．７７

第一大姓无宗族组织 １４．９５ ４３．８９ ２８．２８ １２．８９ ３６．４３ ５０．９４ １２．６３

宗族结构均衡度大于均值 ３６．６４ ４６．８１ １２．４１ ４．１４ ３９．４８ ４５．４８ １５．０８

宗族结构均衡度小于均值 ３．５８ ４９．９５ ２８．５６ １７．９１ ３６．２９ ４８．２０ １５．５１

宗族村治参与度大于均值 ２２．３２ ５０．９８ ２２．８７ ３．８３ ３７．３０ ４９．４９ １３．２１

宗族村治参与度小于均值 １５．５１ ４５．９８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５ ３７．５９ ４４．４４ １７．９７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产生方式 ＝ １ １７．９３ ５４．９５ ２２．５９ ４．５３ ３２．６１ ５２．３８ １５．０１

村委会成员候选人产生方式 ＝ ０ ２４．４６ １２．５９ １２．５９ ５０．３６ ７７．４６ ０．００ ２２．５４

村委会成员产生方式 ＝ １ １９．３７ ４３．８７ ２３．７６ １３．００ ３３．２４ ５０．３７ １６．３９

村委会成员产生方式 ＝ ０ １５．４６ ８４．５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２．８４ ３５．６２ １１．５４

（四）稳健性检验：基于宗族与行政力量强弱对比的再考察

对于村庄地权的实施状况，不仅要考虑行政化的治理样态或模式，以及是否具有宗族的结

构，还需要考虑行政力量的强弱问题，宗族力量的强弱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力量对比。 而这些

恰恰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进而造成国家土地政策实施的差异。 例如，华南宗族集聚区的宗族

力量十分强大，而位居边陲地区的国家行政力量则相对弱小，或者在互动中出现此消彼长的现

象。 而在华北区域，虽然存在一定的家族势力（但比华南地区宗族力量要弱，主要是小亲族或者

门族） ，但身处权力中心，国家和地方政府行政力量十分强大，使得该地区落实国家土地政策的

意志相对较好。 为将宗族力量和政府行政力量的强弱关系呈现出来，增强文章结论的说服力，
通过识别宗族集聚区和非集聚区，可以间接刻画宗族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强弱关系。 具体来说，

３８

第 ４ 期 仇童伟：宗族如何影响村庄地权的实施？



将宗族分布较多的广东、福建、江西和浙江四个省份归为一类，其余省份归为一类，然后对两类

样本分别按照表 ３ 和表 ５ 的方式估计，结果如下：
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

一是在宗族集聚区，宗族的存在确实更不利于土地法律文书的发放。 这与表 ３ 中关于在实

施民主选举的村庄，宗族的存在对土地法律文书发放抑制性更强的结论相一致。 二是在宗族集

聚区，实施民主选举显然更有利于传统宗族治理的留存，进而抑制了法治理念在乡规民约中的

传播。 三是从总体上看，在宗族集聚区，实施民主选举会使得宗族对土地法律文书发放的抑制

作用更强。 稍有不同的是，宗族组织的存在可能有助于强化行政力量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发

挥。 在我们的另一篇文章中，我们发现，宗族组织的存在有可能成为地方精英与行政力量“合

谋”的工具，从而有利于行政干预。 但总体上看，与表 ３ 表达的含义有很高的一致性。
２． 土地调整

一是在宗族集聚区，宗族的存在使得土地调整发生的可能性更高。 这说明，宗族势力较为

强大的地区，村庄传统惯习和基于集体行动的土地调整更可能持续下去。 二是在宗族集聚区，
村庄实施民主选举更可能激励土地调整。 究其原因，宗族集聚区实施的民主选举，意味着村庄

治理传统更可能被程序化和合法化，并在嵌套社会认同的社区网络中促进传统地权变更模式的

持续实践。 三是在宗族集聚区，实施民主选举更有利于宗族对土地调整的正向激励。 其原因

是，相对于宗族分布较少的地区，在宗族势力较强的村庄中实施民主选举，更可能受制于宗族文

化的运行逻辑。 而在民主选举广纳民意的过程中，宗族传统被保存下来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
使得基于集体行动的土地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上述发现与表 ５ 的结果保持一致。

上述分析表明，宗族对村庄地权变更的影响在不同的宗族力量与行政力量强弱对比中表现

出较强的一致性。 而且，民主治理在宗族集聚区更有利于村庄传统惯习的实践和留存。 但必须

指出的是，本文无意表达宗族的存在会抑制或阻挠国家土地法律的实施。 相反，本研究认为，村
庄传统的地权变更是群众长期实践的智慧结晶，有其特殊的社会合理性，且存在村庄治理可加

以利用的有益成分，需要正视。

五、结论与讨论

行政力量与非正式社会安排的博弈构成了村庄中土地产权实施的重要情景。 本文利用

ＣＬＤＳ 的 ５７８０ 户农户及其所处村庄的资料，以民主选举表征村庄治理民主化程度，考察了宗族

和民主选举对土地产权实施的影响。 研究表明：（ １）在大姓家族人口占比较高，或宗族成员担

任行政职务的村庄中，土地法律文书的发放受到了抑制，而民主选举则会促进土地法律文书的

发放；（２）大姓家族人口占比的提高激励了土地调整，宗族成员担任行政职务和民主选举均会

抑制土地调整；（３）民主选举会强化大姓家族人口占比对土地法律文书发放的抑制作用，宗族

成员担任行政职务的影响与之类似；（４）因基层治理存在治权资本化和满足农户需求的双重逻

辑，大姓家族人口占比在不同的民主选举情景下未对土地调整表现出一致影响。 相反，宗族成

员担任行政职务在行政管制下更有可能抑制土地调整。 由此可见，族权和行政权既有治理逻辑

的差异，又因利益“勾结”而存在合作的可能。
本文研究表明，土地产权的实施在宗族治理和行政治理中呈现出不同的运行逻辑，族权与

行政权的结合则会阻碍土地法律的执行。 其原因是，非正式社会安排具有自我实施和自我维持

的内在动力，基层民主治理则具有承接行政指令和结合村庄传统的双重逻辑，由此造成基层治

理中行政权与集体资产产权的关系始终无法厘清。 说到底，当地方政府的治理功能被“钱袋

子”束缚住后，上级传达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成为村庄治理的主要逻辑。 这种威权式管理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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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村庄的治理传统，由此形成“大村庄弱自治”的尴尬局面。 尤其是在村庄合并过后，建制村

治理单元偏大，难以及时满足村民需求和协调各方面利益，导致行政权与自治权冲突不断。 那

么，如何才能使得基层治理中的自治与法治有效衔接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民主法治所依靠的是国家法律，一种由自生自发秩序合法化和程序化

的或为社会自生自发秩序提供基础性服务功能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成文规范。 但当前的农村

基层治理所依凭的是上级政府的行政指令，由此造成权力寻租往往可假借合法性来“掠夺”集

体资产。 因此，基层民主治理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约束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向社会治理“神经末

梢”的渗透。 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在基层治理的立法过程中明确界定基层政府的权限和职能行使

范围，割断村庄自治与地方政府行政权在人权、事权和财权层面的联系，强化基层治理单元的自

主性。
其次，需要明确非正式社会安排在民主治理推行过程中的作用发挥问题。 其实，非正式社

会安排也是基层治理可加以利用的有生力量。 因此，在村庄行政建制过大而无法及时应对治理

中出现的新问题时，可通过重构乡村共同体，将村庄的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一级，
让村民自治从“十几公里之外的事”变为“家门口的事” 。 此外，从自然村落的聚集特征来看，自
然村或村民小组往往由同一姓氏或具有相同价值观念和社会诉求的村民构成，从而缩小了管理

半径，使得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监督更加便利。 借助这类非正式社会安排建构起来的关系

网络，基层治理可以采用群众说服群众，群众带动群众的方式，让村庄自治来到农户的家门口。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乡村治理机制的探索仍面临村委会职能界定不清晰、地方政府干

预不减、基层自治资金难以保证、自治主体的奖惩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加之行政权与村庄私权

力具有“合谋”和“掠夺”集体资产的倾向，这不仅需要在基础服务上对基层自治加以扶持，更需

要制度跟进和完善民主实施监督机制。 总之，基层自治既是村民的自我管理活动，又是国家治

理制度的安排，这就要求行政权要自我约束，村庄自我管理机制要合理开发，通过行政权让位自

治权，政府管理扶持村民自治，治理单元多元化和自治功能下放等方式，协调自治与法治在基层

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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